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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 
与法兰克王权理论的构建 

刘虹男  陈文海

摘  要：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权理论问题上，传统观点普遍强

调以“神秘力量”为基础的“血统权益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西方

学者试图打破这一藩篱，开始注重发掘法兰克王权理论中的基督教元素。通过

对墨洛温王朝时期教会法及其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借由教务会议，墨洛

温国王不仅在族群众多的高卢论证了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且逐渐成为法

兰克主教团认可的正统基督教君王。更为重要的是，法兰克王权的神圣性在教

务会议的仪式与法令中得到较为完美的展现，传递出一种国王与主教共同商议

国家大计、处理王国要务的象征性内涵。不过，这种“共商同治论”却最终成

为墨洛温王族寿终正寝的理论滥觞。

关键词：墨洛温王朝  教务会议  基督教  法兰克  高卢

墨洛温王朝（481 —751）时期，法兰克主教在高卢大地上曾召开数十次教务

会议（conciles）。A他们在会议过程中所遵循的处事传统及所立教规既包含对平信

	  	� 匿名外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法国洛林大学历史系西尔维·伊瓦

耶（Sylvie Joye）教授亦提供了许多帮助，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A	� 对于“教务会议”的名称及内涵，有必要略作阐释。在两千年左右的历史进程中，各

个派别的基督教会召开过不计其数的由各地主教及神学家参加、以教会事务为主题的

会议，这类会议有时被称为“synode”（拉丁文词形是 synodus），有时被称为“concile”
（拉丁文词形是 concilium）。在基督教语境下，“synodus”和“concilium”这两个词几乎

是同义词。鉴于这类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商讨和解决基督教教义、教理、教会风纪以

及政教关系等问题，在没有特定限制的情况下，似乎都可将之汉译为“教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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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训诫和教导，也涉及对法兰克政教关系的认识与构想。在与墨洛温世俗政权相

关的会议成果中，有一部分是针对法兰克王权的，它们不仅为法兰克王权合法性提

供法律支撑，而且成为法兰克教会劝谏墨洛温诸王履行正统基督教君王宗教使命与

政治职责的理论指南。正因如此，本文试图通过阐明西方学术界在法兰克王权理论

研究方面的发展及局限，利用《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教规集（6 —7 世纪）》，A并

结合其他相关材料，从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的角度考察法兰克王权理论的基督教化

进程，以此分析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论证法兰克基督教王权

理论在教务会议史中的构建过程及具体内容。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厘

清法兰克王权理论的历史演变，而且有助于加深对西欧中世纪早期王权基督教化的

理解，从而更加全面地把握欧洲中世纪王权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法兰克“血统权益论”的修正及局限

在法兰克时代政治史研究领域，8 世纪之前的法兰克王国是否存在基督教王

权理论，一直是萦绕在诸多史家心头的难解之题。与加洛林王朝较为丰厚的“王

权理论”著述相比，墨洛温王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专门阐述王权的理论文本。直

		�  参见菲利普·休斯：《大公会议史纲》，陈文海译注、增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译者前言”，第 1 —2 页；Odette Pontal, Les statuts synodaux français du ⅩⅢe siècle, 
Tome Ⅰ,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1, p. ⅩⅩⅤⅢ. 关于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的概貌，

有以下三点需要说明。首先，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大体上指 511 —696 年法兰克高卢正

统基督教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尽管 8 世纪上半叶的法兰克王国还处于墨洛温时代，但

在这段时期召开的绝大多数教务会议是在加洛林家族的控制下进行的，与墨洛温王族

已无实质关联。其次，511 —696 年，能够确定的教务会议数量将近 70 次，其中多半

是在 6 世纪召开的。最后，留存下来的墨洛温王朝教规总数近 500 条。参见 Gregory . 
Halfond, The Archaeology of Frankish Church Councils, A.D. 511-768, Leiden: Brill, 2010, 
pp. 223-261.

	 A	� 在中古时期，法兰克教会的立法成果通常都会与其他时期或地区的教规教令一同收录在

教会人士编纂的教会法汇编中。专门收录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教规的著作出现于 19 世

纪末期。例如，弗雷德里希·马森从流传下来的教会法手稿中收集整理出墨洛温王朝部

分，编成《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教务会议》一书。1963 年，法国学者夏尔·德克莱尔克编

辑出版了拉丁文本《511 —695 年高卢教务会议》一书。1989 年，在德克莱尔克前述成果

的基础上，法国教会史家让·高德梅和布里吉特·巴斯德旺出版《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

教规集（6 —7 世纪）》一书，该书采用德克莱尔克整理的教会法材料，以拉丁语和法语

对译的形式编订而成，是本文选用的首要材料。详见 Friedrich Maassen, ed., Concilia Aevi 
Merovingici,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MGH.), Legum Sectio , Concilia, Tomus , 
Hannover: Hahn, 1893; Charles de Clercq, ed., Concilia Galliae. A. 511-A. 695, Turnhout: 
Brepols, 1963;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Ⅵe-Ⅶe siècles), Paris: Cerf,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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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西方学者仍旧只能通过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égoire de 
Tours）所著《法兰克人史》（Histoire des Francs）提供的相关记载，探寻墨洛温王

朝早期法兰克王权的演变轨迹。A尽管《法兰克人史》在传统教会史写作范式的基

础上，有意加强法兰克王权与天主教信仰的联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关

注的还是法兰克国王通过战争获取的领导权力，以及“长发”、“姓名”、“长矛”等

与法兰克血统权益紧密相连的政治符号。B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大日耳曼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下，以德国学

者弗里茨·凯恩（Fritz Kern）为代表的“日耳曼派”学者率先提出法兰克王权

的“血统性”。在他们看来，由于传统与习俗的主导地位与强势效应，墨洛温国

王同其他活跃于中世纪早期西欧政治舞台上的“蛮族国王”一样 , 在民众的观

念中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仅在王族的血统中传承，并通

过墨洛温王族独特的长发发式表现出来，而法兰克王权的合法性正是基于这种

“血统权益”。C

二战之后，在德国学者赖因哈德·文斯库斯构建的“核心传统论”（noyau de 
tradition）D基础上，西方学者开始对上述包含某些反动元素的“血统权益论”进行

反思与清算，进而提出“民族创生论”（ethnogénétique）。这一新理论将王权置于

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位置，认为王权即为“核心传统”。也就是说，法兰克族群

认同的并不是墨洛温王权的“血统性”，而是它的“文化性”。E另外，米歇尔·索

	 A	� Bruno Dumézil, “Le modèle royal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in Michèle Gaillard, ed., 
L’empreinte chrétienne en Gaule du IVe au IX e siècle, Turnhout: Brepols, 2014, p. 131.

	 B	� 关于墨洛温王族长发的研究，参见 Maximilian Diesenberger, “Hair, Sacrality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the Frankish Kingdoms,” in Richard Corradini et al., ed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Leiden-Boston: Brill, 2003, pp. 173-212. 关于墨洛温

王族成员名字与绰号的研究，参见 Cédric Lemagnent, De Clodion le Chevelu au Roi Soleil: 
Révisez l’histoire de France à partir des surnoms des rois et des reines, Paris: Armand Colin, 
2020. 关于法兰克“长矛”象征内涵的阐述与分析，参见 Régine Le Jan, Femmes, pouvoir 
et société dans le Haut Moyen Age, Paris: Picard, 2001, p. 179.

	 C	� 关于日耳曼蛮族的“血统权益论”，参见 Jean Heuclin, Les Mérovingiens, Paris: Ellipses, 
2014, pp. 83-84; Patrick Demouy, Le Sacre du Roi, Strasbourg: Éditions La Nuée Bleue, 2016, 
pp. 12-13.

	 D	� 所谓“核心传统” ，指的是由贵族家族世代保存下来的传说及其衍生出的文化习俗，被

蛮族群体的贵族领导者家族世代相传，成为他们所领导的蛮族群体构建共同身份认同

的工具。关于“核心传统”的阐述与分析，参见 Reinhard Wenskus, 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 Das Werden der frühmittelalterlichen Gentes, Köln: Böhlau, 1961.

	 E	� Régine Le Jan, “La sacralité de la royauté mérovingienn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58e Année, No. 6, 2003, p. 1220; Régine Le Jan, Les Mérovingien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20, pp.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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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在论证 987 年之前的西欧神圣王权时明确提出，中世纪存在两种性质的王权：一

种是魔法的，一种是宗教的。墨洛温王权建立于军事武功，以“魔法”和“神秘观

念”为基础，其神化过程“完全无须借助基督教”。A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醒目的特点，当时的法兰克王权通常被视为墨洛温国王个人

的成就。在不少人看来，介于 5 世纪“帝王颂词”（les panégyriques impériaux）和

9 世纪“君主镜鉴”（les miroirs du prince）之间的法兰克酋长式王权难登大雅之堂，

它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其基督教化至多是个人行为且肤浅至极。总而言之，“头

发长、见识短”（cheveux longs, idées courtes）的形象不仅让墨洛温国王长期饱受史

家诟病，更让充满个性化色彩的法兰克王权难以同天主教信仰引导下的正统基督教

王权联系在一起。B

毋庸讳言，不论是“血统权益论”，还是“神秘魔法论”，抑或“核心传统

论”，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强调法兰克时代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王权理

论，从而突出丕平三世（Pippin Ⅲ，751 —768 年在位）与罗马教宗在形塑法兰克

基督教王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墨洛温王朝到加洛林王朝

的转变并不意味着王权性质发生本质变化，两者本质上都属于君权神授，只是表

现形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从古典晚期至中世纪早期，高卢存

在的多种异质文化元素，理应促使法兰克王权超越“血统权益论”，吸收其他元素

中的政论思想。

正是基于中世纪早期高卢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很多西方学者开始着眼于法兰

克社会中的基督教元素。他们认为，早在墨洛温王朝前期，在国王的积极接纳下，

基督教元素就开始成为王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华莱士-海德里尔认为，墨洛

温王朝时期，“国王们进入一种教会的氛围中，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职

责，而很多国王的确这样做了”。C雷吉纳·勒让认为，法兰克神秘成分和基督

教成分并存于墨洛温王权理论中，但随着时间推移，后者逐渐占据优势地位。D

詹尼特·尼尔森甚至提出：“如果说存在墨洛温王族的神圣性，那么它也不可能

	 A	� Michel Sot, “Hérédité royale et pouvoir sacré avant 987,”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43e Année, No. 3, 1988, pp. 707-711.

	 B	� Bruno Dumézil, “Le modèle royal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p. 131. 关于墨洛温国王的

负面形象及其形成过程，参见 Helmut Reimitz, “Contradictory Stereotypes: ‘Barbarian’ 
and ‘Roman’ Rulers and the Shaping of Merovingian Kingship,” in Nikos Panou and Hester 
Schadee, eds., Evil Lords: Theorie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yranny from Antiquity to the 
Renaiss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81-83.

	 C	� J. M. Wallace-Hadrill, Early Germanic Kingship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47.

	 D	� Régine Le Jan, “La sacralité de la royauté mérovingienne,” pp. 1217-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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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挡住 6 —7 世纪基督教对法兰克王权观念和实践的强大影响。”A在此思维模式

引导下，西方学者又对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基督教王权理论展开进一步探讨与论

证。伊扎克·昂认为，在中世纪早期圣经文化影响下，墨洛温知识分子将政治现

实与《圣经》中的话语和实例联系在一起，以一种较为含蓄的方式将“正义”和

“虔诚”等基督教国王应当具备的品质传递给墨洛温诸王。到墨洛温王朝晚期，基

督教主题已成为法兰克高卢统治和管理思想的主旋律。B很多修道院的祈祷词中

出现了为国王和王族祈祷的内容，而正是在这种祈祷作用下，法兰克民众感受到

“清晰而成熟的基督教王权观念”。C此后，布鲁诺·杜梅茨尔从法兰克主教们与

墨洛温诸王的书信往来中探讨王权思想的变化，在他看来，当时的基督教王权与

其说是一种模式，不如说是一种论述；主教们宣扬的“基督教君王”是一种既充

满期待又包罗万象的表述，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被赋予不同

的意涵。D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华莱士-海德里尔和雷吉纳·勒让等学者对法兰克王

权理论的修正，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多元复合结构，但由于写作主旨不同，他

们强调的重点在于法兰克王权理论中蕴含基督教元素。另外，伊扎克·昂和布鲁

诺·杜梅茨尔的确注意到法兰克基督教王权理论的动态发展，但他们对墨洛温王

朝时期法兰克王权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法兰克基督教王权理论的具体内容及其

实践形态的论证尚显不足。既然法兰克王权蕴含基督教政治哲学，那么它一定与

墨洛温王朝时期召开的一系列教务会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墨洛温王朝

教务会议教规集（6 —7 世纪）》自然成为本文的辨析基础。不过，在考察法兰克

基督教王权理论时，单纯关注教会法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它和当时的编年史、

	 A	� Janet L. Nelson, The Frankish World, 750-900, London and Rio Grande: Hambledon Press, 
1996, p. 101. 

	 B	� Yitzhak Hen, “The Uses of the Bible and the Perception of Kingship in Merovingian Gaul,” 
Early Medieval Europe, Vol. 7, No. 3, 1998, pp. 277-289.

	 C	� Yitzhak Hen, “«Flirtant» avec la liturgie. Rois et liturgie en Gaule franqu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50e Année, No. 197, 2007, pp. 33-41.

	 D	� Bruno Dumézil, “Le modèle royal à l’époque mérovingienne,” pp. 131-147. 关于法兰

克基督教王权观念的分析，还可参见 Hans Hubert Anton, Fürstenspiegel und Herrsch 
erethos in der Karolingerzeit, Bonn: Ludwig Röhrscheid Verlag, 1968, pp. 49-55;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4, pp. 66-70; 
Erik Goosmann, “Carolingian Kingship, Apostolic Authority and Imperial Recognition: 
Pippin the Short’s Italienpolitik and the Quest for Royal Legitimacy,” in Stefan Esders 
et al., eds., East and We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in 
Mediterrane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29-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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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记以及王室文书等多种史料贯穿起来进行观照性分析，才有可能窥知其具体

内容及构建过程。

二、教务会议与墨洛温国王的合法性诉求

对于西方教会史研究者来说，教务会议并不是陌生的概念。简单来说，教务会

议就是主教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基督教教义、教理以及教会风纪等问题的宗教会

议。314 年 8 月 1 日，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306 —337 年在位）召集

西部帝国的主教们在阿尔勒（Arles）A举行古代高卢历史上的第一次教务会议，试

图通过此类会议宣扬“帝国统一、宗教同一”的治国理念。B此后，作为古代晚

期高卢基督教文化载体的教务会议，开始与世俗政权紧密结合，并逐渐承担起处理

高卢政教关系的重任。及至 511 年，志在一统高卢的墨洛温国王克洛维（Clovis，
481 —511 年在位）继续发挥教务会议的政宣功能。他在奥尔良（Orléans）召开墨

洛温王朝第一次王国教务会议，此次会议不仅向世人宣布“新的君士坦丁”的降

临，同时也拉开了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史的序幕。

关于克洛维召集主教举行教务会议的缘由与动机，学界在 19 世纪下半叶大致

形成了“唯政论派”和“唯教论派”两个截然相对的流派。“唯政论派”认为，51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属于纯粹的政治行动，法兰克国王在此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高卢主教团在召开教务会议的问题上不仅得到国王的授权，而且服从国王下达给他

们的命令，以期完成罗马元素与日耳曼元素的融合。C“唯教论派”则认为，511 年

奥尔良教务会议是高卢主教团对法兰克国王施加压力的产物，是一次纯正的宗教会

议，是高卢主教团对法兰克国王的胜利；它关注的焦点是法兰克王国的宗教利益，

标志着高卢教会恢复了往日的活力。D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西方较为成熟的文

献学研究基础上，以夏尔·德克莱尔克和奥黛特·蓬塔尔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

试图抹平前代史家在奥尔良教务会议上制造的政教鸿沟，为其召开动因设计出一种

颇为有益的“政教协作论”解读路径。在他们看来，奥尔良教务会议的目的在于解

	 A	� 阿尔勒位于高卢南部滨海地区，今属法国罗讷河口省（Bouches-du-Rhône）。

	 B	� Jean Gaudemet, ed., Conciles gaulois du IVe siècle, Paris: Cerf, 1977, p. 40; Michael Edward 
Moore, A Sacred Kingdom: Bishops and the Rise of Frankish Kingship, 300-850,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1, pp. 55-58.

	 C	� 参见 Jean-Eugène Bimbenet, “Des conciles d’Orléans, considérés comme source du droit 
coutumier et comme principe de la constitution de l’église gauloise,” 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 Tome ⅩⅩⅢ, 13e Année, 1863, pp. 290-307.

	 D	� Godefroid Kurth, Clovis, Tome , Paris: Victor Retaux, 1901, pp. 134-136; Michel Rouche, 
L’Aquitaine des Wisigoths aux Arabe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l’EHESS, 1979,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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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征服西哥特王国后遗留下来的领土或政治问题。A

然而，如果深入考察奥尔良教务会议留下来的原始文献，并将之与高卢的历

史传统、文化结构以及法律体系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就不难发现，西方学者把

“政教协作，王国一统”视为克洛维召开奥尔良教务会议的动机，似有夸张之嫌。

事实上，51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虽然是“政教协作”的直接产物，但是，它的初始

动机应该说尚未达到“王国一统”的高度。克洛维之所以召集此次教务会议，根

本缘由应当在于，他期望借助教务会议这一“传统力量”来证明法兰克王权的合

法性，并让其成为高卢各个族群共同的政治文化认同。关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族群原始王权的理论局限。对于中世纪早期法兰克首领来讲，他们通常

将自身家族与所在族群崇拜的“海牛神”联系在一起，希望借助这种神秘的超自然

力量，证明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巩固墨洛温家族在整个族群中的领导地位。B不

过，这种带有浓厚法兰克元素的原始王权理论，显然无法迎合和满足各个社会集团

对法兰克国王的期望与要求。对于拥有独立身份意识的高卢罗马人来讲，他们需要

一位衣冠齐楚、慷慨解囊的罗马执政官；对于族群意识渐趋清晰的其他日耳曼人来

讲，他们拥戴各自群落中继承先祖神秘力量的军事首领；对于寻求政治庇护的基督

教会来讲，它渴望一位信奉和保护正统信仰的“新的君士坦丁”。C因此，在征服

高卢大部分地区后，克洛维的首要目标理应是向世人证明法兰克王权的合法性，而

由高卢主教团组成的凝聚传统力量的教务会议，则恰好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具体

的操作指南。

第二，符合历史传统的合法性证明。总体而言，中世纪西欧的墨洛温高卢

属于典型的传统社会。传统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应对现世危机的举措

	 A	� Charles de Clercq, La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franque de Clovis à Charlemagne, Paris: 
Sirey, 1936, p. 8; Odette Pontal,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Paris: Cerf, 1989, 
p. 48. 关于这一观点的争论，参见 W. M. Daly, “Clovis: How Barbaric, How Pagan?” 
Speculum, Vol. 69, No. 3, 1994, pp. 657-658; Gregory I. Halfond, “Vouillé, Orléans (511),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ankish Conciliar Tradition,” in Ralph W. Mathisen and Danuta 
Shanzer, eds., The Battle of Vouillé, 507 CE: Where France Began, Berlin: De Gruyter, 
2012, p. 154.

	 B	� 综合早期法兰克人的偶像崇拜、墨洛温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Childéric Ⅰ, 约 457 —481
年在位）墓室中的“牛面马具”和墨洛维（Merovech）奇异身世中出现的“牛头海怪”

等异教元素，不难看出，“牛头海怪”很可能是早期法兰克人崇拜的神明之一，法兰克

族群原始王权理论便是基于墨洛温家族与“海牛神”的亲密联系。参见李隆国：《〈弗里

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刘虹男：《墨洛

温先祖与墨洛温王族的崛起》，《法国研究》2018 年第 3 期。

	 C	� 陈文海：《法兰克族源叙事及其社会文化情境》，《学术研究》2014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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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改造文化习俗的办法，都要从前代传统中寻求支持。自君士坦丁大帝搭建

起联结世俗政务与教务会议的桥梁后，不论是“异端信徒”君士坦提乌斯二世

（Constantius Ⅱ，337 —361 年在位），还是“背教者”尤里安（Julianus Apostata，
361 —363 年在位），抑或是“僭主”马克西穆斯（Maximus，384 —388 年在位），

都曾通过教务会议来巩固其在高卢的统治权威。A自 5 世纪开始，随着蛮族势力

的崛起和新兴王国的出现，统一的西部帝国逐渐淹没在蛮族军队、罗马军团和地

方贵族势力的相互争斗中。在此过程中，高卢经历着急风骤雨般的政治文化变

革，罗马皇帝显然对此无能为力。与此相反，高卢主教团却能够运用娴熟的技艺

在乱世中泰然自若，代替皇帝肩负起管理高卢的历史重任，而由其构成的教务会

议则成为继承罗马文明、沟通蛮族世界、维持地方秩序的核心机构。及至 6 世纪

初，教务会议再次与世俗政权紧密联合在一起。506 年，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二

世（Alaric Ⅱ，484 —507 年在位）召集高卢南部的主教，在阿格德（Agde）B举

行教务会议，在此过程中，这位阿里乌派异端国王的权力同样得到高卢南部正统

派主教们的承认。C

对于克洛维来讲，通过教务会议赢得君权合法性的罗马皇帝和蛮族国王无疑成

为效仿对象；D而且，身为信仰正统基督教的国王，克洛维自然也不想在宗教政策

上输给一位受阿里乌派“蛊惑”的异端国王。因此，在 507 年伏伊耶（Vouillé）E

战役之后，克洛维先是接受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Ⅰ，491 —

518 年在位）的敕书，成为名义上掌管高卢的执政官。国内局势基本稳定后，他又

致信高卢主教团，要求他们在奥尔良举行教务会议。他在信中承诺给予身陷囹圄的

天主教徒应有的保护与自由，将自己塑造成他们的解放者，以此谋取高卢主教团的

	 A	� Michael Edward Moore, “The Spirit of the Gallican Councils,” Annuarium Historiae 
Conciliorum, Jahrgang 39, Heft 1, 2007, pp. 11-18.

	 B	� 阿格德，现为法国埃罗省（Hérault）的一个市镇。

	 C	� 会议结束后，阿拉里克二世计划在第二年召开一次全高卢的教务会议，希望得到整个高

卢主教集团的承认，但由于他在同克洛维的争霸战争中战败身亡，原本要召开的这次

教务会议没有开成。关于 506 年阿格德教务会议，参见 Michael Edward Moore, A Sacred 
Kingdom: Bishops and the Rise of Frankish Kingship, 300-850, pp. 75-80.

	 D	� Gregory . Halfond, “Vouillé, Orléans (511),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ankish Conciliar Tradition,” 
pp. 152-153.

	 E	� 伏伊耶位于高卢西部地区，今为法国维埃纳省（Vienne）的一个市镇。507 年春，克洛

维率领的法兰克人在此地与阿拉里克二世率领的西哥特人展开激烈战斗，史称“伏伊耶

战役”。法兰克人获得胜利，而西哥特人则在阿拉里克二世战败丧生后向高卢南部逃窜。

此役过后，克洛维继续攻打西哥特王国，最终把高卢南部的大部分领土收入囊中。参见
Bernard S. Bachrach, Meroving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 (481-75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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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感与信任，从而借助他们掌控的传统力量为法兰克王权披上“合法”的外衣。A

之后，尽管克洛维没有亲自到场参会，但是，与会的 32 名主教不仅以书信形式接

受和承认墨洛温国王的政治权力，而且从教务会议立法层面入手，协助墨洛温国王

在世人面前树立一种天经地义的“合法”形象。

第三，教务会议立法的普遍性特征。与罗马皇帝颁布法典类似，中世纪早期蛮

族统治者的立法活动既是王室权威的象征之一，又是王权合法化、概念化和理论化

的重要表现形式。克洛维在占领高卢大部分地区后，下令颁布主要由法兰克习惯法

构成的《撒利克法典》（Loi salique），用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化行为将抽象的

王权概念化，以此展现墨洛温王族至高无上的地位。B然而，在蛮族习惯法、罗马

法、蛮族—罗马法以及教会法并存的墨洛温高卢法律体系中，单纯通过《撒利克法

典》实现合法化的法兰克王权，很难跨出法兰克族群的界限。C即便高卢主教团

接受墨洛温国王的政治统治，法兰克王权也需要获得高卢罗马人和其他日耳曼族群

的一致认同。因此，若想让墨洛温高卢各个社会集团理解和承认墨洛温王权的合法

性，就必须颁布足以令所有社会集团都接受和信服的法律，而国王与高卢主教团在

教务会议中的合作立法恰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对于墨洛温高卢地区实行不同法律的族群来讲，由教务会议制定的教规是一种

全体公众均可接受的律法。D正因如此，高卢主教们通过教务会议的立法活动，先

是把国王的命令同教会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然后将包括王权合法性在内的诸多重要

	 A	� 关于克洛维是南高卢基督徒解放者的说法，参见 Charles de Clercq, La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franque de Clovis à Charlemagne, p. 8; Odette Pontal,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p. 48.

	 B	� 关于这类仪式化行为，参见 Hubert Mordek, “Kapitularien und Schriftlichkeit,” in Rudolf 
Schieffer, ed., Schriftkultur und Reichsverwaltung unter den Karolingern: Referate des 
Kolloquiums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m 17./18. Februar 
1994 in Bon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 p. 36.

	 C	� 早在克洛维去世之前，法兰克王国内部就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多元法律结构。507
年，克洛维基本占领西哥特高卢后，承认《西哥特人的罗马法典》（Loi romaine des 
Wisigoths）的有效性。该法典不仅适用于高卢罗马人，而且能在教会法未作规定之处为

各地教会所用。法兰克人则继续使用此前颁布的《撒利克法典》。此后，随着法兰克王

国领土的扩大，不论是《勃艮第人的罗马法典》（Loi romaine des Burgondes），还是《里

普阿尔法典》（Loi ripuaire），抑或《阿勒曼尼法典》（Loi des Alamans）和《巴伐利亚法

典》（Loi bavaroise），都成为法兰克王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 Olivier Guillot 
et Yves Sassier, Pouvoirs et institutions dans la France médiévale, Tome , Des origines à 
l’épouqe féodale, 3e édition,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pp. 81-82; Maurizio Lupoi,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trans. Adrian Bel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88-405. 我国已有学者对上述大部分法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详见

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7 —102 页。

	 D	� Odette Pontal,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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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问题以教会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511 年奥尔良教会法序言写道：“应最

为荣耀的国王克洛维之召，高阶教士的教务会议在奥尔良举行。”A又如，该会议所

颁教规第 4 条规定：“在没有国王的命令或国王代理人的授权时，任何人不得将世

俗人士晋升为教士。”B

从 51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的整个议程及其颁布的教会法中可以看出，在法兰

克、基督教和罗马等新旧因素并存且相互碰撞的墨洛温高卢社会，几近统一高卢

的墨洛温国王理应考虑如何证明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借助教务会议的立法活动，才能逐步缓解各种异质文化元素之间的矛盾，进

而消除它们之间的隔阂，从而让法兰克王权成为各个社会集团一致的政治文化

认同。于是，墨洛温国王和高卢主教团一同颁布凝聚法兰克王权意识且具有普遍

性的教会规条，以此向其治下的“人民”（populus）或“基督教人民”（populus 
christianus）传递一种共同的观念，即教会的管理者已经通过“传统力量”树立了

墨洛温国王的统治权威，承认了他的统治权力，王权的合法性也就无须置疑。更

为重要的是，自 51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起，墨洛温国王与高卢主教团之间逐渐形

成亲密的联盟，而他们在教务会议中的共同决议，则成为法兰克王权迈向“正统”

的驱动力。

三、天主教信仰引导下的正统君王论

在 511 年达成“奥尔良政教协议”（concordat d’Orléans）之后，此前相对独

立的高卢教会转变为法兰克国家教会。C由于法兰克教会在王国治理方面的积

极作用，克洛维的后继者们往往通过控制教务会议运行模式的方式干涉教会事

务。或许正是由于这一颇为鲜明的特点，包括奥黛特·蓬塔尔、吕斯·皮埃特

	 A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 e- Ⅶ e   
siècles), pp. 70-71.

	 B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 e- Ⅶ e 
siècles), pp. 74-75. 墨洛温王朝时期，法兰克官方文书通常会借用出自《狄奥多西法典》

（Code Théodosien）的“iudex”一词，指代为公共权力提供服务的地方行政人员，他

们服从于国王的命令，其权力具有“委托性”和“代理性”。因此，在这里将之汉译为

“国王代理人”或许比较合适。参见 Bruno Dumézil, Servir l’État barbare dans la Gaule 
franque, IVe-IX 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Tallandier, 2013, p. 143.

	 C	� 关于“政教协议”之说的提出与论证，参见 Louis Duchesne, Histoire de l’Église au VIe 
siècle, Paris: Boccard, 1925, p. 502; Michel Rouche, L’Aquitaine des Wisigoths aux Arabes, p. 
52; Jean Heuclin, “Le concile d’Orléans de 511, un premier concordat?” in Michel Rouche, 
ed., Clovis: Histoire et Mémoire, Tome ,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1997, p.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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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让·高德梅在内，诸多基督教会史专家在研究法兰克王权与教务会议的关系

时，通常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而对后者改造前者的考察略显

单薄。A从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所颁教规中可以看出，尽管法兰克王权在会议选

址、会议议程、主教选举和会议决议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但在王权意识、王权

功能和治国方略等理论层面，教务会议却是法兰克王权不可否认的“导师”。

事实上，教务会议对法兰克王权的认可，既不是一些趋炎附势的主教对墨洛温

诸王的阿谀谄媚，也不是法兰克教会对世俗政权的盲目服从，而是与会主教对“基

督教王权”这一概念的表达以及对王权持有者的期许与要求。B在满腹法治理念

与立法才能的法兰克主教团的共同努力下，教务会议严格遵守“宣扬基督教正统教

义”这一天主教会核心要领，将法兰克王权纳入正统信仰体系之中加以渲染。而

且，通过教务会议实录的概念性表达，教务会议充分展现了法兰克国王信仰正统性

的形成，以及这种正统性所承担的宗教使命与政治职责，从而形成了较为具体的法

兰克正统君王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对法兰克国王的尊崇与祝福。在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所颁教会法以及相

关文件中，对法兰克国王表示敬意和祝福的条文通常出现在教会法序言中。例如，

会议赋予法兰克国王“最为荣耀之王”的地位。533 年的奥尔良教务会议实录写道：

“为了讨论天主教会律法的遵守情况，我们遵照最为荣耀的国王们的旨意在奥尔良

相聚。”567 年 11 月 18 日的图尔教务会议实录有言：“在最为荣耀的国王卡里贝尔特

（Caribert，561 —567 年在位——引者注）的完全同意下，为了教会的和平与教导，

我们认为有必要草拟如下教规并以各自的署名对之加以确认。”626 —627 年，奉命

前往克里希（Clichy）开会的主教们，更是将克洛塔尔二世（Clotaire Ⅱ，584 —629
年在位）比拟为卓越的“大卫王”。C又如，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承认墨洛温国王是

天主教国王并对之表示祝福。538 年 5 月 7 日的奥尔良教务会议上，与会者在第 33
条教规中宣称：“我们活在天主教国王们的统治下。”D大约起草于 585 年 10 月 23 日

	 A	� 关于墨洛温诸王对教务会议的干涉与利用，参见 Odette Pontal,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pp. 258-260, 298-301; Luce Pietri, “L’Église du Regnum Francorum,” in J.-
M. Mayeur et al., eds., 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Tome 3, Les Églises 
d’Orient et d’Occident (432 —610), Paris: Desclée, 1998, pp. 759-762; Jean Gaudemet, Les 
sources du droit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du Ⅱe au Ⅶ e siècle, Paris: Cerf, 1985, pp. 105-111; 
Gregory I. Halfond, Bishops and the Politics of Patronage in Merovingian Gau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2-54.

	 B	� Luce Pietri, “L’Église du Regnum Francorum,” p. 774.
	 C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 e-Ⅶ e    

siècles), pp. 196-197, 348-349, 528-529. 克里希是巴黎西北郊小镇。

	 D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 e-Ⅶ e    
siècles), pp.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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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孔（Mâcon）A教务会议实录有言：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在最为荣耀的国王贡

特拉姆的统治下，所有获得教会职务的主教们汇聚一堂，为其共同的首领（贡特拉

姆）祈福，保佑他身体康健。B这类祝福性的语句虽属常规且数量不多，但定位明

确，意在表明国王在法兰克主教团心中的正统性以及享有的崇高地位。

第二，引导法兰克国王履行正统天主教君王的宗教使命。5 世纪末，当克洛维

带领法兰克战士皈依正统基督教后，在墨洛温高卢社会的信仰领域中，虽然正统基

督教开始逐步走向主导地位，但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异教，即便到了 7 世纪后半

叶，偶像崇拜的幽灵依旧在法兰克世界游荡。C在这样一种社会宗教文化氛围中，

墨洛温诸王仍有被异端或异教思想“玷污”的可能。正因如此，墨洛温高卢教务会

议不仅对法兰克国王的信仰甚为重视，而且主动引导法兰克国王制定打击异端和异

教的法令，明确其作为正统天主教国王的宗教使命。

例如，反对偶像崇拜和惩处异端的法令。533 年奥尔良教会法第 20 条明确

规定，对进行偶像崇拜活动的天主教徒应处以绝罚。D同年，在此教规的启发

下，希尔德贝尔特一世（Childebert Ⅰ，511— 558 年在位）颁布著名的《希尔德

贝尔特一世国王训令》（Précepte du roi Childebert Ⅰ），该法令明确表示，希尔

德贝尔特一世将承担起主教们无法完成的宗教使命，利用王权严令禁止一切偶

像崇拜活动。E538 年奥尔良教会法有言：依照国王的信仰和正义，地方伯爵应

当逮捕为天主教臣民进行第二次洗礼的异端主教，否则该伯爵将面临开除教籍

一年的惩处。F

	 A	� 马孔，现为法国索恩 -卢瓦尔省（Saône-et-Loire）的一个市镇。

	 B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 e-Ⅶ e    
siècles), pp. 454-455. 

	 C	� 关于墨洛温王朝时期异端和异教的活动及其社会情境，参见 Bruno Dumézil, Les racines 
chrétiennes de l’Europe. Conversion et liberté dans les royaumes barbares ( Ⅴe-Ⅷ 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5, pp. 217-243.

	 D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 e-Ⅶ e      
siècles), pp. 202-203.

	 E	� “Childeberti . Regis Praeceptum,” No. 2, in Alfred Boretius, ed., Capitularia Regnum Francorum, 
Tomus , MGH., Hannover: Hahn, 1883, pp. 2-3. 一些西方学者对此训令中提出的禁止异

教活动的内容进行过简要阐述与分析，参见 J. M. Wallace-Hadrill, The Frankish Chur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 32; Charles de Clercq, La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franque de 
Clovis à Charlemagne, p. 16; Bruno Dumézil, Les racines chrétiennes de l’Europe. Conversion 
et liberté dans les royaumes barbares (Ⅴe-Ⅷ e siècle), pp. 223-227. 另外，538 年奥尔良教务

会议、54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551 年奥兹（Eauze）教务会议、567 年图尔教务会议和
626 —627 年克里希教务会议，也有禁止某些异教行为或活动的规定。

	 F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e-Ⅶ e      
siècles), pp.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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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限制犹太人的法令。自 533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通

婚开始，有关犹太人的问题逐渐成为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

由国王召集和参加的教务会议上，主教们经常会更新或重申限制这些“隐秘的敌

人”（ennemis intimes）的律法，以此提醒国王注意犹太人潜在的危险。A在此基础

上，538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规定：“禁止基督徒和犹太人同席共餐。”583 年马孔教

务会议有言，“任何犹太人都不能被任命为基督徒的审判官，也没有担任税收官的

权利”，“根据我们的主人希尔德贝尔特的敕令，从吾主耶稣最后的晚餐日至复活节

后的周一，犹太人不能在街道上行走”。B在585年马孔教务会议上，贡特拉姆宣布，

法兰克王国遵守周日为“安息日”的天主教法则。C614 年巴黎教规第 17 条和克

洛塔尔二世随后发布的《克洛塔尔二世敕令》（Édit de Clotaire Ⅱ）都强调，犹太人

不能觊觎世俗官职。D通过颁布这些法令，墨洛温国王能够在主教的指引下更好地

承担起守护正统基督教的使命。

第三，引导法兰克国王承担正统天主教君王的政治职责。在如何实现国家长治

久安问题上，古典时期大多数教父往往沿用古希腊以来的法治传统，将王权与“正

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实现“正义”设定为统治者在维持国家稳定过程中应当履

行的重要政治职责。虽然“正义”的概念几经变换，但在墨洛温王朝时期，法兰克

主教团通常将保护教会利益和关心臣民福祉，看成墨洛温国王实现“正义”的核心

途径。E为此，他们利用教务会议的政治属性，巧妙地把这一政治职责与法兰克王

权牢固地捆绑在一起。

	 A	� 关于“隐秘的敌人”的说法，参见 Martin Quenehen, “Ennemis intimes, la représentation 
des Juifs dans l’Œuvre de Grégoire de Tours,” Archives Juives, Vol. 42, No. 2, 2009, pp. 
112-128. 关于墨洛温王朝时期法兰克主教对犹太人潜在危险的认识与恐惧，参见
Friedrich Lotter, “La crainte du prosélytisme et la peur du contact: Les Juifs dans les actes des 
synodes mérovingiens,” in Michel Rouche, ed., Clovis: Histoire et Mémoire,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1997, pp. 849-879.

	 B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e-Ⅶ e      
siècles), pp. 244-245, 436-437.

	 C	� Bruno Dumézil, “La christianisation du royaume des Francs,” in Pierre Pierrard, ed., La 
christianisation de la France, Paris: Desclée, 1994, p. 33.

	 D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e-Ⅶ e      
siècles), pp. 518-519; “Chlotharii Ⅱ. Edictum,” No. 9, in Alfred Boretius, ed., Capitularia 
Regnum Francorum, Tomus Ⅰ, MGH., Hannover: Hahn, 1883, p. 22.

	 E	� 墨洛温王朝时期的叙述性史料中记载了很多国王行使“正义”的事迹。例如，584 年，

在进驻巴黎后，“贡特拉姆国王行使正义，将从前希尔佩里克（Chilpéric，561 —584 年

在位——引者注）王国的部下向各种各样的人所非法夺取的一切都归还给他们；他本人

向各教堂赠献大量礼物”。（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O. M. 道尔顿英译，寿纪瑜、戚

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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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年奥尔良教规第 5 条规定，国王赏赐给教会的财富与土地“只能用于修缮

教堂、周济教士和穷人以及赎买战俘”。583 年马孔教规序言写道：“在荣耀至极的

主人贡特拉姆国王的命令下，为了公共事务的利益和穷人们的需要，卑微的我们会

聚马孔。”A584 年瓦朗斯教务会议所撰文件有言：“为解决穷人们的各种不满，根据

最为荣耀的国王贡特拉姆的命令，平庸的我们在瓦朗斯召开教务会议。”B585 年马

孔教务会议第 14 条教规规定，凡是侵犯穷人财产的人，都将被处以绝罚。C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留有会议实录的教务会议中，除少数教省教务会议和

教区教务会议外，王国教务会议和联教省教务会议所制定的教规，皆与法兰克王权

理论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因此，尽管墨洛温王朝时期以阐发政治理论为核心目标

的著作尽付阙如，但是，墨洛温诸王与法兰克主教团在正统基督教信仰指引下，通

过教务会议的立法活动，创立、塑造和运用了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法兰克“正统

君王论”。D无论这一理论是否完善，它都是对当时的政治现实、社会情境和文化

挑战的有力回应。正如华莱士-海德里尔所言，6 世纪末，法兰克国王已经接受教

务会议对其正统基督教国王的角色定位，捍卫教义与道德、保护教会和穷人，成为

其实现“扬善惩恶”宗教政治职责的核心理念。E

四、格拉修斯原则陶染下的共商同治论

罗马帝国晚期，随着正统基督教会的合法化，教会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者纷纷摒弃此前水火不容的仇怨，开始以合作伙伴的关系

共同为创建一个法治的基督教社会而努力。在此过程中，尽管世俗政权一直占据绝

对优势地位，但在国家统治与社会管理方面，教会不仅从未放弃过“权力对等”的

要求，而且期盼有朝一日可以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5 世纪末，罗马教宗格拉修斯

（Gelasius，492 —496 年在任）提出著名的“二元政治论”，他在写给东罗马帝国皇

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的信中宣称，“统治这个世界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分别是“教

宗的神圣权威（auctoritas sacrata pontificum）和君主的权力（regalis potestas）”，而

	 A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e-Ⅶ e 
siècles), pp. 76-77, 428-429.

	 B	� Charles de Clercq, Concilia Galliae. A. 511-A. 695, p. 235.
	 C	�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 Ⅵe-Ⅶ e  

siècles), pp. 472-475.
	 D	� 需要说明的是，“正统君王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血统权益论”和“神秘魔法论”等

王权理论的衰败。事实上，在法兰克时代，由于君主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塑造不同的王权

形象，上述多种王权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并存的。

	 E	� J. M. Wallace-Hadrill, Early Germanic Kingship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 p. 48.



162

	 历  史  研  究� 2021 年第 1 期 

在这两种力量中，神职人员的责任更为重大。A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说罗马教

宗试图利用“二元政治”分割罗马皇帝手中合二为一的政教权力，建立两个相对独

立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秩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按

照格拉修斯的说法，这种划分是为了避免人类骄傲感（superbia）所带来的影响。B

也就是说，只有这两种平行的力量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基督教社会，才能

避免人类自取灭亡。及至中世纪，由于教会势力在西欧社会政治运转中的作用与日

俱增，这种“二元政治”在神职人员的奔走呐喊下日渐流行，并通过教务会议逐步

渗透到中世纪的王权理论中。

与罗马教宗保持联系的高卢主教团，对教会内部流行的“二元政治”自然

不会陌生。C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契合性，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王权理论

也就有了吸纳“共治”思想的可能。早在克洛维受洗之前，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

（Remigius，437 —533）就曾建议克洛维构建一个由国王与主教共商同治的王国。

	 A	� 一般而言，“auctoritas”译为“权威”，“potestas”译为“权力”。不过，关于格拉修斯使

用的这两个术语孰高孰低、孰重孰轻的问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著名的中世纪政治思

想史家沃尔特·乌尔曼认为，“auctoritas”是创建规条的内在能力，而“potestas”则是用

来执行“auctoritas”所创规条的外在力量。约瑟夫·坎宁对乌尔曼的观点显然持怀疑态

度，在他看来，乌尔曼对这两个术语含义的解读显然超出了格拉修斯的原意。事实上，

没有证据表明教宗打算准确地使用这两个术语，因为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它们有时被混

合使用，甚至被颠倒使用。关于上述两种观点，详见 Walter Ullmann, The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in the Ideological Relation of Clerical to Lay Power, 
London: Methuen, 1970, p. 21; Joseph Canning, 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300-
1450,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36.

	 B	� Joseph Canning, 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300-1450, p. 35.
	 C	� 事实上，自里昂主教伊雷内（Irénée de Lyon，177—202 年在任）开始，高卢教会始终与

罗马教廷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它既没有否定罗马教宗的权威，也没有忽视其话语和谕

令的信仰价值。例如，书信往来。伊雷内曾以高卢基督徒的名义支持罗马教宗维克托一世

（Victor ，189—199 年在位）在复活节问题上宣讲的“使徒传统”，并劝谏他采用和平手

段解决问题。314 年阿尔勒教务会议后，高卢主教们致函罗马教宗，希望后者拓展此次会

议立法成果的应用范围。567 年图尔教务会议上，与会主教们将教宗英诺森一世（Innocent 
Ⅰ，401—417 年在位）写给鲁昂主教维克特里斯（Victrice，393—407 年在任）的部分信

件内容编入教会法第 21 条。又如，视罗马教宗话语为“信仰象征”。451 年阿尔勒教务会

议结束后，与会高卢主教们立即向利奥一世（Leo Ⅰ，440—461 年在位）寄送一份联合署

名的决议信，以示对“二性一位论”的鼎力支持，在他们看来，能够聆听教宗的权威之声

实属荣幸，因为它是一种需要铭记在心的“信仰象征”。再如，遵从罗马教宗决定的复活

节日期。541 年奥尔良教会法第 1 条有言：每当人们对复活节日期存在疑问时，都应遵循

罗马教宗的决定。参见优西比乌：《教会史》，保罗·L. 梅尔英译、评注，瞿旭彤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9 年，第 251 页；Jean Gaudemet, ed., Conciles gaulois du IV e siècle, pp. 46-
47;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Ⅵe-Ⅶe siècles),  
pp. 266-267, 368-369; Michael Edward Moore, “The Spirit of the Gallican Councils,”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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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克洛维的信函中，雷米吉乌斯写道：“你应该倾听教士们的建议，经常征求他

们的意见；与他们在一起对你有好处，你的行省能够更好地得到维持。”A格雷戈

里·哈尔丰德和威廉·戴利都认为，51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的召开，正是克洛维铭

记雷米吉乌斯共治理念的体现。B克洛维去世后，后继者依照惯例，继续在奥尔良

等地召开教务会议，就王国内的诸多问题征询主教们的建议。与此同时，随着主教

们在法兰克王国社会政治管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攀升，越来越多的法兰克世俗贵族

加入主教行列，并与墨洛温诸王在教务会议的舞台上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在此过

程中，通过会议典仪与王国敕令的诠释，以“格拉修斯原则”为基础的“共商同治

论”逐渐纳入法兰克王权理论中，并在 7 世纪以降的法兰克王国“教俗混合会议”

（Concilia mixta）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具体阐释。

其一，会议典仪中的“二元协作”。墨洛温王朝初期，由于法兰克军民的文化

程度有限，王权思想的扩散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某些仪式的推行而实现的。在

很多方面，宗教仪式取代了书面解释。在这一问题上，比较典型的例证当数 535 年

克莱蒙教务会议的开幕仪式。这一年，提乌德贝尔特一世（Théodebert Ⅰ，533 —

548 年在位）下令在克莱蒙召开教务会议，与会主教通过会议典仪就法兰克社会秩

序与权力性质进行了生动展示。C从有关这次教务会议开幕仪式的材料中不难看

出，基于教务会议的开幕典仪，颇为复杂的“共商同治论”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

由此传递出一种易于理解的象征性意涵：在克莱蒙，法兰克国王与高卢主教团同室

而坐，共同商讨如何治理王国；主教团的力量源于圣灵的启示，它可以为虔诚的正

统君王及其治下的基督教王国祈福。更为重要的是，提乌德贝尔特一世执政期间，

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主教们进行合作，允许他们左右朝堂的议政进程，指导

他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政策。D由此可见，通过教务会议典仪诠释的“共商同治论”，

其实践工作在提乌德贝尔特一世执政时期就已逐步开展。

	 A	� 这封信件被收录在《德意志史料集成》当中，参见 Wilhelm Gundlach, ed., “Epistolae 
Austrasicae,” No. 2, in Ernest Dümmler, ed., Epistolae Merowingici et Karolini Aevi, Tomus 
, MGH., Berlin: Weidmann, 1892, p. 113. 法文翻译参见 Patrick Demouy, Notre-Dame de 

Reims: Sanctuaire de la royauté sacrée,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8, p. 104. 中文翻译参见李

隆国：《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书信四通译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第 18 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55 页。 

	 B	� Gregory I. Halfond, “Vouillé, Orléans (511),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ankish Conciliar 
Tradition,” pp. 161-162; William M. Daly, “Clovis: How Barbaric, How Pagan?” pp. 632-633.

	 C	� 详见 Jean Gaudemet et Brigitte Basdevant, eds., Les canons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Ⅵ e-Ⅶ e        
siècles), pp. 210-211.

	 D	� Roger Collins, “Theodebert , ‘Rex Magnus Francorum’ ,” in Patrick Wormald et al., eds., 
Ideal and Reality in Frankish and Anglo-Saxon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7-33.



164

	 历  史  研  究� 2021 年第 1 期 

其二，王国敕令中的“二元共治”。如果说 535 年克莱蒙教务会议只是以宗教

典仪的方式传递国王与主教“共商同治”的象征性意涵，那么 585 年马孔教务会议

后颁布的《贡特拉姆国王敕令》（Édit du roi Gontran），则以法令的形式对这一理论

进行了书面解释。在该敕令中，国王贡特拉姆亲自向其治下所有主教和世俗官员阐

述基督教社会二元力量的来源与功用。A在他看来，上帝是基督教世界的“众王之

王和众主之主”（rex regum et dominus dominorum），B不论是主教的“父权”（patria 
potestas），还是国王的“统治能力”（facultas regnandi），均属于神圣恩赐；主教和

国王不但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且要共同管理王国的子民。另外，贡特拉姆在

敕令中还提到，主教与国王之间的“共治”乃是神明通过自然灾害和人畜死亡等征

兆降下的启示；C换言之，主教权与王权的“合作治民”亦是神明的精心安排。诚

如莫尔所言：“《贡特拉姆国王敕令》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在于它从主教的关切

视角对王室立法进行深刻考量，更在于它对主教权与王权的交互式表达。”D

其三，教俗混合会议中的“共治实践”。墨洛温王朝初期，从整个法兰克王国的

角度来讲，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集会：一是在法兰克国王命令下由法兰克主教团构成

的王国教务会议；二是在法兰克王室召集下由世俗贵族及其武装随从组成的“三月校

场”。E不过，自 7 世纪初开始，上述两种集会的合并日渐普遍，形成一种名为“教

俗混合会议”的集会，其中比较典型的当数克洛塔尔二世在 614 年 10 月 18 日召开

的巴黎会议。F克洛塔尔二世在此次会议上发布《克洛塔尔二世敕令》，敕令所含 24

	 A	� 详见“Guntchramni regis edictum,” No. 5, in Alfred Boretius, ed., Capitularia Regnum Francorum, 
Tomus Ⅰ, MGH., Hannover: Hahn, 1883, p. 11.

	 B	� 依据《法兰克人史》的记载，贡特拉姆曾言：“对于那位俯赐仁慈使这一切实现的众王

之王和众主之主，的确应当表示感谢。”（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 363 页）

	 C	� “Guntchramni regis edictum,” No. 5, in Alfred Boretius, ed., Capitularia Regnum Francorum, p. 11.
	 D	� Michael Edward Moore, A Sacred Kingdom: Bishops and the Rise of Frankish Kingship, 300-

850, p. 136.
	 E	� “三月校场”既是法兰克人军事检阅的场地，也是法兰克人召开贵族会议的地方。墨洛

温王朝时期的法兰克人通常会从每年的 3 月开始向敌对势力开战。在此之前，法兰克

王室或操纵着实权的宫廷官员，会将手下的贵族及其武装随从召集在一起，商讨作战

方略，讨论国家要事，并处理一些重大纠纷。到了加洛林王朝时期，对外开战的时间

通常延后到每年的 5 月，相关集会亦因此顺延，故又有“五月校场”之谓。参见 Alain 
J. Stoclet, Du Champ de Mars mérovingien au Champ de Mai carolingien: Éclairages sur un 
objet fugace et une réforme de Pépin, dit “le Bref”, Turnhout: Brepols, 2020.

	 F	� 614 年 10 月，克洛塔尔二世在巴黎召开两次集会：第一次为 10 月 10 日召开的教务

会议，此次会议会集了 70 余名主教和 1 名修道院院长；第二次是 10 月 18 日召开的

由主教和世俗权贵共同组成的教俗混合会议。参见 Odette Pontal, Histoire des conciles 
mérovingiens, p. 206. 关于教俗混合会议在法兰克时代的发展变化，参见 Gregory . 
Halfond, The Archaeology of Frankish Church Councils, A.D. 511-768, pp. 193-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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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法令中有 14 条出自 614 年 10 月 10 日巴黎教务会议制定的律法，其中最后一条明

确规定，法兰克王国的臣民应当遵守“本王在此次会议上与主教、世俗权贵和忠诚信

徒共同达成的决议”。A626—627 年，克洛塔尔王国境内的所有达官要员以及诸位主

教齐聚克里希，他们在会上与国王共同商讨治国大计及王国遇到的种种问题。B除上

述集会外，7 世纪时，尚有数次“教俗混合会议”在墨洛温诸王或握有实权的宫相的

命令下召开。有时，此类会议甚至可能左右法兰克二级王国的领土划分。C 

可见，7 世纪初出现的以教务会议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俗混合会议，让法兰克

王权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变化。一方面，法兰克教俗权贵共同参会的形式为“共商同

治论”增加了新的象征性意涵，即从国王与主教“共商同治”到国王、世俗权贵和

主教三者“共商同治”。另一方面，墨洛温诸王或宫相还以王国敕令的形式将这一

理论上升到国策层面，因为随着 7 世纪以降王权与世俗贵族权力的此消彼长，后者

已有足够的能力与前者一起或以前者的名义掌控世俗秩序。

从以上三个递进式层面来看，通过宗教典仪的象征性表达和王国教令的书面诠

释，基督教会内部流行的“格拉修斯原则”不仅在法兰克王权理论中生根发芽，而且

催生出颇具法兰克特色的“共商同治论”。在此理论中，法兰克主教团、墨洛温君王

以及后来加入的世俗权贵，都是墨洛温高卢基督教社会的中流砥柱，三者是分工合

作、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基于这一密切关系，法兰克王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才能

在教俗权贵共同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更好地成为法兰克王国臣民的普遍共识。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墨洛温王朝覆灭前夕，墨洛温国王在教俗混合会议中的权力几乎

被架空。不论是会议的召集，还是王国敕令的发布，抑或法兰克王国的政治运行，均

是在加洛林家族的“法兰克的公爵与元首”（dux et princeps Francorum）、D世俗权贵和

主教的合作下完成的。“共商同治论”最终还是成为墨洛温王族寿终正寝的理论滥觞。

	 A	� “Chlotharii . Edictum,” No. 9, in Alfred Boretius, ed., Capitularia Regnum Francorum, p. 23.
	 B	� 与此类似，616 年，克洛塔尔二世曾将勃艮第所有的主教和显贵人物召至波纳伊

（Bonneuil）庄园。在那里，对于他们所提的合理诉求，他都一一倾听并作出让步，而且

以书面形式对这些让步予以确认。参见弗莱德加：《弗莱德加编年史》（第 4 卷及续编），

陈文海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37、127 页。

	 C	� 约 625 年，克洛塔尔二世和达戈贝尔一世一起从法兰克人当中选取包括几名主教在内的
12 位贵族，让其裁断他们之间的领土争端。关于此次会议的分析，参见刘虹男、陈文

海：《墨洛温王朝“父子共治”虚实考论——以〈弗莱德加编年史〉为主要考察基点》，

《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2 期。

	 D	� 这一称号始于丕平二世（Pepin Ⅱ，680—714 年任宫相），意在表明使用者居于至高无

上的地位。后来，丕平二世的后人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717—741 年任宫相）

及其两个儿子丕平三世（Pepin Ⅲ，751—768 年在位）和卡洛曼（Carloman，741—747
年任宫相）也沿用这一称号。墨洛温王朝灭亡前夕，丕平三世和卡洛曼分别组织多次

教务会议。关于这些会议的阐述与分析，参见 Charles de Clercq, La législation religieuse 
franque de Clovis à Charlemagne, pp. 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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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看出，法兰克王权理论的历史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兰克

王权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在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诞生之前，墨洛温国王最困扰的

问题之一就是法兰克王权的合法性。随着 511 年奥尔良教务会议的召开，这一问题

实际上就有了明确答案。虽然此次教务会议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制定任何直接相关的

教规教令，但是，通过法兰克主教团与墨洛温国王在教务会议上的协作互动，法兰

克王权的合法性开始实实在在地扎根于高卢基督教社会。此后，借由教务会议，法

兰克教会宣扬的“正统君王论”和“共商同治论”，以宗教典仪和王国敕令的形式

被逐渐纳入法兰克王权理论中，传递出一种“正统君王”与“正统主教”共治天下

的象征性意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兰克王权理论的基督教化既不是肤浅粗鄙的

个人行为，也不是索然寡味的纸上谈兵，特别是其中的“共商同治论”已在教俗混

合会议这一政治实践中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事实上，在长达 270 年的墨洛温王朝史中，“基督教王权”既是一种日新月异

的理论学说，又是一种应对时局的统治形式。在王国初建、政权未稳之时，主教团

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传统力量为墨洛温王权披上“合法”的外衣，以此向其治下的

基督教民众展示墨洛温诸王的统治权威。在墨洛温王国走向鼎盛的道路上，主教团

又能在教会规条中为墨洛温诸王指明“正统君王”需要承担的宗教和政治使命，并

告诫他们只有做到“敬畏上帝、尊敬主教、爱戴教会、关切人民、救济百姓”，才

能在人世间实现“正义”。在王朝没落、王权衰败之时，主教团还能为新旧势力更

迭提供合乎情理的解释，并为其搭建起符合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交接平台。当然，不

论法兰克基督教王权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化，国王与主教在法兰克基督教国家中的共

商同治，始终是不可变更的核心要义。

虽然说墨洛温王朝教务会议与法兰克王权理论的关系已大致廓清，但对这一演

变与墨洛温王族走向之间的关系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从理论上讲，不论是

“正统君王论”，还是“共商同治论”，皆与法兰克原始王权观念存在很大冲突。按

照法兰克传统，墨洛温王族之所以掌握王权，其核心依据在于该家族和法兰克人崇

拜的“海牛神”存在着密不可分甚至是水乳交融般的关系。但是，按照正统基督教

的政论思想，墨洛温君主是上帝在人间实现“正义”的工具，而不再是原始宗教神

明的后裔；墨洛温诸王的权力取决于基督教的神圣恩典，而不再是可以通过王室血

统代代相传的特权。因此，当掌握实权的加洛林家族觊觎王位的野心昭然若揭时，

它自然会选择并联合罗马教宗，假借使徒宗座在信仰领域的权威力量，取代墨洛温

王族的统治地位，实现蓄谋已久的鼎革之变。此后，加洛林君主们延续了墨洛温王

朝时期的基督教王权理论，并试图将政治权力与教会权力集于一身。诚然，加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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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们让基督教王权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行事，他们也的确比墨洛温诸王更善于将

“主教团合议”（collégialité épiscopale）的立法成果转变为政治权力。但是，当法兰

克国土上不再拥有查理曼（Charlemagne，768—814 年在位）这样的强势君主，当

虔诚者路易（Louis le Pieux，814—840 年在位）恳请罗马教宗在兰斯为其加冕，当

路易诸子因国土纷争而向主教们寻求帮助时，法兰克基督教王权合法性在法理上需

要教会扶持的问题再次暴露无遗。也许正是因为法兰克基督教王权理论的这一缺

陷，后世相对成熟的法兰西王权理论才刻意强调王族血统与生俱来的神圣性与权威

性，即使没有教会加冕礼赋予的神圣因素，王权也能够取得胜利，而这正是卡佩王

族没有重蹈墨洛温王族和加洛林王族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刘虹男，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研究员；陈文海，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州� 510631〕

（责任编辑：焦  兵）

第八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征稿启事

为搭建青年史学家交流平台，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

历史研究杂志社携手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将于 2021 年 9 月（具体日期待定）

在上海举办第八届青年史学家论坛。论坛秉持以文参会，欢迎广大青年学者（197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踊跃投稿。

本届论坛主题为“‘历史周期律’与盛衰之变”，将围绕中外历史上治乱兴衰

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有意参会者请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将论文（word 文档）发至 yhforum@126.

com，邮件主题请注明“论坛投稿论文”，文件名标注为“作者名 + 论文题名”。

来稿须为未公开发表的原创论文；篇幅在 2.5 万字以内；体例格式和注释规范参照

《历史研究》；文末附作者信息。征稿截止后，主办方将根据评审结果，向入选者

发出正式邀请。会议期间食宿费由主办方承担，往返交通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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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ituations, thus establishing more consolidated guerrilla bases and growing its own 

strengths. The guerrilla zones in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Zhejiang, while remaining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ollaborated and linked up with each other, and echoed with the 

guerrilla zones in eastern and northern Fujia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Fujian-Zhejiang-Jiangxi border area made the area an important 

fulcrum of the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The Merovingian Counci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Frankish Kingship

� Liu Hongnan and Chen Wenhai (148)

The traditional view on the theory of Frankish kingship during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generally emphasizes the theory of jus sanguinis based on “mysterious powers”. 

Since the 1990s 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break through this barrier and 

begun to focus on the Christian elements in the theory of Frankish kingship. A review of 

the ecclesiastical law of the Merovingian dynasty and related literature shows that through 

the councils or synods Merovingian kings not only defended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ruling 

power in Gaul with many ethnic groups, but also gradually became orthodox Christian 

monarchs recognized by the Frankish episcopal conference. More importantly, the sanctity 

of Frankish kingship was perfectly proved in the rituals and decrees of the councils, which 

conveyed a symbolic connotation of the king and the bishops discussing and dealing 

with state affairs together. However, this doctrine of “joint discussion and governance” 

would ultimately become a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fall and collapse of the Merovingian 

monarchy.


